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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衡量农户社会化服务参
与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环节的重要性权重，以江苏省苏北地区获得的３０４份调研问卷及案例为基础，运用多元回
归模型分析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流转、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户社会化服

务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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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
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支撑着分散农户，为他们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

节生产性、非生产性服务。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化服务体

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化

服务体系形成条件、现状及发展对策等［１－６］。何军等认为，政

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化服务体

系形成的重要条件［２，４］；关锐捷等认为，我国社会化服务体系

已初步形成组织载体多层次、服务内容多元化的格局，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服务内容与农民的需求差距大、生产要素配置

不合理、农业服务机构体制不深入、民间主体承担风险大

等［３－４］；郁大海等认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对策主要在于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组织载体、提高金融服务等，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完善独特的组织优

势，应强化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建立现

代农业风险防范体系，要改革政府服务机构体制，提高农村资

金供给能力［４－６］。实证分析主要围绕社会化服务需求方面，

孔祥智等基于２００７年山东、山西、陕西３省６县３２３户农户
的问卷调查，对其横截面数据进行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发现，农户
内部禀赋如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

化肥、良种购买的需求仅与区域经济状况相关［５］。

目前，农户类型出现分化，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现代农业

不再满足农民实现自给自足，技术从农民中分离，农村社会化

服务需要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为主体的

服务体系。本研究在分析农户对农业服务需求程度影响因素

的基础上，建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指标，合理量化农户对社

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需求，补充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存在的不足，

将研究领域进一步向微观层次拓展，以期为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１　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指标建立

１．１　框架分析
基础层次的农户经营分散、非组织化，单个农户的信息搜

寻成本高，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强大推

动力，是实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一条重要途径，客观上要求

其内部各环节、各领域、各经营主体进行分工合作。农业服务

通过集中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形式，不仅有利于扩大农

业服务经营主体的规模，还有利于形成关联产业的群体优势，

实现服务上的规模效益。

农民土地不仅具有财富功能，而且具有养老保障功能，导

致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不同的机会成本会影响农

户对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程度，目前农民务农机会成本高，逐渐

形成兼业性特征，从而促使其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往往

会选择其他收入更高的非农行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拥有完善

的技术知识，服务上的规模效益减少了生产成本，相较于农

民，社会化服务组织具有比较优势，现代农民往往会选择服务

外包，而非传统农业的自产自销。

１．２　评价因素的选择及权重确定
为有效衡量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本研究采

用层次分析法计算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各环节重要性的权重，

并以此作为农户参与程度的依据。根据种植业社会化服务各

环节的内容，结合其他成果及专家意见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图１），包括产前、产中、产后服务３个一级指标 Ｂｊ和７个
二级指标 Ｃｉ；向专家和农民进行调查，对社会化服务各环节
的重要性进行两两之间打分比较，并将数据汇总，建立比较

矩阵，运用软件对各环节重要性权重进行分析计算，详见表

１，结果表明，３个一级指标中，重要性顺序分别为产中服务、
产后服务与产前服务；７个二级指标中，播种育苗服务排列
首位，其次为收割服务，其余排列也与专家预测的结果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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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层次Ｃ对层次Ｂ的权重

代号 内容 权重

Ｃ１ 购买良种 ０．０６１０
Ｃ２ 购买化肥 ０．０６１０
Ｃ３ 播种育苗 ０．３７２３
Ｃ４ 施肥 ０．１８６１
Ｃ５ 收割 ０．２２３３
Ｃ６ 获取价格信息 ０．０２０６
Ｃ７ 销售 ０．０７５８

２　调研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１　调查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年６—８月，对江苏省苏北５市（县）８乡镇１２个村

庄的３８６户农户进行调研，回收问卷３８６份，其中有效问卷
３８１份，被调查的农户中有３０４户从事农业生产。本研究以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户对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与程度及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

调研农户的基本情况为：家庭平均人口３．８７７人，其中从事农
业的人数平均为２．１９１人；从事农业人员平均年龄５２．２８岁，
受教育年限为７．２４９年；平均每户拥有土地２．２５９块，耕地面
积０．３１６ｈｍ２，平均家庭总收入５５７６６元。

需求度是指某一环节中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完成生产的

农户占所有农户的比例。由表２可见，江苏省调研地区农户
购买良种、化肥服务的需求率较高，农户不仅仅局限于村小店

购买等渠道，这可能与农技站、粮种公司的积极宣传推广有

关；播种育苗及收割服务的需求率也普遍偏高，样本农户主要

选择租用农机、雇佣收割队等方式，这反映当前机械化水平较

高，导致农户普遍选择租用农机代替劳动力；获取价格及销售

服务环节样本农户的需求率较低，调研地区农户余粮的销售

渠道较少，多数选择贩子上门收购，少数农户会选择合作经济

组织收购这一渠道，对于这一问题，村政府可以引导农民组建

销售合作组织，或者与龙头企业签订销售合约，以拓宽农户的

销售渠道。

２．２　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现状
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ｓｅｒｖｉ＝α１ｘ１ｉ＋α２ｘ２ｉ＋α３ｘ３ｉ＋α４ｘ４ｉ＋α５ｘ５ｉ＋α６ｘ６ｉ＋α７ｘ７ｉ
（ｘ１ｉ，ｘ２ｉ，ｘ３ｉ，ｘ４ｉ，ｘ５ｉ，ｘ６ｉ，ｘ７ｉ＝０，１）。式中：ｓｅｒｖｉ为该农户社会
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分数情况；α１～α７为对应二级指标Ｃ１～Ｃ７
的权重；ｘ１～ｘ７分别表示该农户在购买良种、购买化肥、播种
育苗、施肥、收割、价格获取和销售各生产环节是否通过社会

表２　样本农户社会化服务各环节的需求度

环节 渠道
某渠道相应

环节中占比（％）
对相应环节

的需求率（％）

购买良种 农技站 ４１．１２ ９８．０３
粮种公司 ５６．２５
合作组织 ０．６６
自留 ０．６６
其他 １．３２

购买化肥 村小站 ２７．６３ ７１．０４
农技站 ３７．１７
化肥公司 ３３．５５
合作组织 １．３２
其他 ０．３３

播种育苗 自家人 ５４．６１ ４５．３９
租用农机 ８．９２
村技术员 ３４．８３
合作组织 １．６４
民间组织 ０．００

施肥 自家人 ７７．９６ ２２．０３
合作组织 １．３２
民间组织 ２０．７２

收割 自家人 ５０．６６ ４７．７０
收割机 ３２．５７
收割队 １５．１３
合作组织 １．６４

价格获取 网站 １．６４ ２４．０１
其他农户 ４２．４３
相关组织 ２３．６８
签订订单 ０．３３
其他 ２．３０

销售 贩子收购 ４０．１３ ２０．７２
合作组织 ５．５９
国家粮库 ７．８９
收购站 １５．４６
其他 ３０．９２

化服务体系完成。统计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

度均值为４３．８６％，最小值为６．０１％，最大值为９９．８３％；农户
的参与程度主要集中在３０％～５０％之间，达到８０％以上的农
户偏少（图２）。这说明调研地区农户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需
求强度不是很高，村组织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推广需

要加强。

２．３　农户就业情况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许多村镇缺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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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劳动力，从而出现农业老龄化、女性化的现象，再加上近

年来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转向其他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从业人员数也越来越少。因此，本研究

将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农民兼业现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

度的影响予以分析。首先，将样本农户分为劳动力流转农户、

非劳动力流转农户２种类型；其次，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将夫
妻共同外出打工仅留老人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举家迁移，家

庭中除外出打工人员仍有劳动力在农村的农户归类为个人迁

移型，对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进行细分，同时将非劳动力流转型

农户分为纯农户、兼业户。

由表３可见，纯农业户共５０户，占总样本数的１６．４５％，
其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最小，这部分农户的年龄相较于

其他样本偏大，由于他们没有从事其他行业，往往拥有更多的

时间务农；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达 １２５户，占总样本数的 ４１．
１２％，其中举家迁移仅剩老人在家务农的农户数有４３户，夫
妻中有１人外出打工的农户数达８２户，劳动力转移情况较为
普遍，这部分劳动力流动型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均值较

高，可能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家中务农存在老龄化及

女性化的现象，无法完成繁重的农活，从而选择机械化服务来

代替自身的劳动力；非劳动力流转的兼业户达１２９户，占总样
本数的４２．４３％，近半数农户同时从事农业、非农行业，其社
会化服务平均参与程度也不高，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农民还

居住在各自村中，当遇到农忙时节，他们会选择下班或请假来

务农，因而参与程度较劳动力流动型农户要低一些。

表３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的影响

农户类型 农户类型细分
参与程度分布（户）

≤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８０％ ＞８０％
参与程度

平均值（％）

非劳动力流动型 纯农户 １４ ５ １８ １２ １ ４１．７０
兼业户 ５ ２４ ３２ ４４ ２４ ４１．９０

劳动力流动型 举家迁移 ６ １３ １３ １０ １ ４４．４４
个人迁移 １３ ２０ １７ ２６ ６ ４７．９５

２．４　土地经营规模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
样本农户种植面积平均为 ０．３１６ｈｍ２，其中最小值为

０．０１３ｈｍ２，最大值为２．６６７ｈｍ２，种植规模大、中、小均有。因
此，本研究针对农户种植规模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

影响予以分析。由表４可见，农户经营土地规模主要为小、中
性规模，大规模种植农户相对较少；小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

参与程度均值较低，主要集中在＞２０％～６０％之间，这部分农

户可能由于耕地面积小而选择通过自身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

服务；大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均值较高，主要集中

在２０％以下及＞６０％～８０％之间，前者农户会选择雇佣劳动
力来代替机械化服务，后者农户由于存在服务上的规模效益，

会选择租用农机、收割机来替代自身劳动；中等规模农户的参

与程度均值在 ３组样本中最高，主要集中在 ＞４０％ ～８０％
之间。

表４　不同农户经营规模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

种植规模

（ｈｍ２） 规模类型
参与程度分布（户）

≤２０％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８０％ ＞８０％
参与程度

平均值（％）

＜０．２７ 小 ２４ ５１ ４２ ２５ ６ ４２．２９
０．２７～０．５２ 中 １７ ２３ ２８ ２９ ４ ４６．５６
≥０．５３ 大 １６ ８ １０ １８ ３ ４３．１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模型说明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采用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ｓｅｒｖ＝β０＋β１ａｇｅ＋β２ｆｅｍ＋β３ｅｄｕ＋β４ｆｌｏｗ＋β５ｌａｎｄ＋β６ｌｉｎｃ＋
β７ｏｒｇ＋μ。
式中：ｓｅｒｖ为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得分情况；ａｇｅ为
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成员的平均年龄；ｆｅｍ为家庭中从事农
业生产是否以女性为主导，ｆｅｍ＝１表示以女性为主导，ｆｅｍ＝０
表示以男性为主导或男女数量相等；ｅｄｕ为从事农业生产成
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ｆｌｏｗ为农户中是否有外出打工的劳动
力，ｆｌｏｗ＝０表示此农户没有劳动力流动，ｆｌｏｗ＝１表示具有劳
动力流动的人口；ｌａｎｄ为人均耕地面积；ｌｉｎｃ为家庭总收入的
对数形式；ｏｒｇ为村庄拥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程度。根据村
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情况，按０～９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示社
会化服务程度越强。

３．２　统计分析与解释说明
统计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不高，方

差膨胀因子均小于１０，这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利用ｓｔａｔａ８．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模型的整体效果良
好。由表５可见，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是影响参与程度的重
要因素，“是否为劳动力流动农户”变量的系数在５％水平上
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农户如有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则此

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程度越大，这与之前的预测一致；

表５　各因素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影响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ｔ统计量 Ｐ值
ａｇｅ（平均年龄） －０．１６６ ０．１４５ －１．１４０ ０．２５３
ｃｏ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人数） －３．４１０ １．４４４ －２．３６０ ０．０１９

ｅｄｕ（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１１５ ０．４４４ ０．２６０ ０．７９５
ｆｌｏｗ（是否为劳动力流动型农户） ５．４０７ ２．４７８ ２．１８０ ０．０３０

ｌａｎｄ（人均耕地面积） －０．１９６ ０．６４６ －０．３００ ０．７６２
ｌｉｎｃ（家庭总收入对数形式） －２．４９０ １．５６８ －１．５９０ ０．１１３
ｏｒｇ（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 ５．７４１ ０．６３０ ９．１２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５０．７８１２１．７４０ ２．３４０ ０．０２０

　　注：“”表示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水平上显
著，“”表示为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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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

素之一，“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人数”变量的系数在５％水平
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农户从事农业人数越多，其参与

社会化服务程度越小；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

程度的重要因素，“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的变量系数在１％
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村庄社会化服务程度越高，

该地区农户参与程度越高；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平

均年龄、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社会化服务参

与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江苏省苏北地区３０４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
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家庭

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劳动力流动型农户及农村社会化服务程

度对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显著；农户平均年龄、受教育年限、

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

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为：（１）应发展社会化服务主
体，提高服务水平。村镇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农户参与的基础，

政府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民间组织的支持，提高组织

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２）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结合各地自
身特点，并根据经济的发达程度、农业产业化及社会分工水

平，因地制宜构建有特色的社会化服务体系；（３）农户对社会
化服务的参与程度受外部因素及农户自身因素共同影响，政

府因结合当地农户自身特点及该地农业特征有效地制定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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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
———基于全国７省（市）的调查

田翠杰，林霓裳，刘洪银
（天津农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４））

　　摘要：为了研究我国产城融合城镇化发展现状，在对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７省（市）进行大量
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宏观统计资料与微观调研数据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目标

值法和加权平均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产业发展与城镇化融合度较低，产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前，而土

地与环境发展明显滞后，人口与就业、收入与生活、社会发展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各地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因此，

各省（市）在发展产业经济的同时，要突出人口与就业的核心地位，使得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同时不要超过土地

与环境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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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德尔·Ｓ·罗森伯格尔等在２００２年就提出城镇化扩展
应与产业结构以及就业平衡［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

设协调推进”［２］。可见，产城融合将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新

趋势。

１　产城融合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自２０１０年，就逐渐有学者开始探讨产城融合的内涵等问
题，至今也并未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其核心思想都是寻求

产业和城市的融合与发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孔

翔等认为产城融合指的是产业与城市之间的融合与发展，建

立在城市基础之上的产业发展，包括产业空间布局、产业结构

升级等，以产业为保障，促使城市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实现城

市自身的升级，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持续向上良性发展

的模式［３］；刘瑾等将产城融合界定为“以产促城，以城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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